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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出發，從自我認同與群體歸屬探討的需要探討「中國崛起」敘事的情感基礎，從而得出四種：國家、亞洲、文明，與天下。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便無法理解何以某些當事者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脅。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國家權力、霸道、主權身分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需要適應國情調整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到「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群我關係，而群我關係帶動情感，並仰賴文化具象之，形成各個中國崛起文本的不同意義。
Reading the rise of China is more than theoretical or interpretive. It is an affective engagement, pertaining particularly to passion and anxiety. The paper draws wisdom from psycho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deep motivation behind a social relationship embedded in self-centrism and group attachment, which, in turn produces four different affective tendencies. Each of these tendencies creates a narrative on the rise of China, associated with the affects of opportunity and threat—nation state, civilization, tianxia and Asianism. Chinese narrators take tianxia and nation state as their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view on the rise of China. Both strategies are mediated by self-centrism and group attachment and evolve into four possibilities—national interests,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center-periphery. The last possibility has attracted enthusiastic response in China lately but has been re-appropriated by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such as soft power and social capital, to the affectively distorted effect that cognitive misrepresentations are unavoi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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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中國崛起：本體敘事及其情感基礎
一、詮釋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的印象無所不在。在社會科學語言中，有說中國崛起是中國威脅，有說是機會，也有說這是一種軟實力現象。
 在中國週邊，幾乎每個不同的社會中都有自居比中國更中國的逐鹿中原者，但也有鼓吹能吸納中國崛起現象的亞洲主義者，另外更有安於邊陲以依附中國者。
 來自崛起的中國社會當然有不少回應：有以和諧世界為因應，來抵銷中國威脅的印象；有以理當崛起自況，進而質疑為何外界不能接受強大中國的強硬態度。
 中國崛起的意義於是變化多端，並且顯然受到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為何所制約。
不過，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必有其脈絡，尤其受制於自己與所面對的中國之間有何關係。比如，歷史與中國有一千年以上交錯重疊的越南，對中國輸出佛教的最早被歐洲殖民的印度，或在帝國主義侵擾下一度追求脫亞入歐的日本，
遑論親緣關係更接近的香港或台灣，不一而足。如此以觀察者自身的需要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其中若是關心群的認同的便會問，崛起的中國是否會與自己日益相互開放，進而構成為一個更大的群體；其中若是關心自我認同的便會問，崛起後的中國是否繼續（或即將）與自己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民族國家、文明、地域或格局。可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反映了對群我關係與對自我的認知，但是探討中國崛起的文獻中，極少觸及群體歸屬與自我認同的兩種情感。
換言之，來自中國周邊社會的觀察家或決策者面對今日的中國崛起，除了他們熟悉的有關歷史文化脈絡所範定的中國認識之外，同時還涉及面對自己的認識角度與情感。無論是應付中國威脅、期待中國改革、參與和諧秩序或彼此各行其是，都各自反射某種群我關係情感傾向，因而透露了觀察前或行動前已經預先在形成的動機，進而鼓勵刺激或壓抑逃避對中國崛起採取行動。凡是因為參與崛起而產生的慾望，是熱情的情感；若是因為肩負崛起而必須因應外界對責任或角色的期盼，則是壓抑的情感，若是因為面對崛起而帶來威脅則是焦慮的情感。
以上從認識中國的角度，到觀察者所屬社會與中國的關係，再到觀察者與被觀察者各自採取行動的情感傾向，中國崛起的文本已然引發後續無盡的開展。
「中國」是否與「非中國」為屬性相同的存在，以及中國是否與非中國構成同一個群體，兩者交叉後，本文先得出四種觀察中國與非中國關係的視野──國家、亞洲、文明、天下，它們反映了兩種關於自我認同的情感，即機會感與威脅感。
 接著，本文繼續進入身為觀察對象的中國在回應時從其中所採取的兩種視野──國家與天下。這兩種視野回應了近代中國以降兩種不同的文化需要──自我中心的需要與群體歸屬的需要，在兩種視野與兩種文化需要相互混合後，便產生了四種中國對非中國實踐身分的文本──國家利益、霸道、主權、中心與邊陲，各自反映了關於自我與歸屬的兩種具體情感，即熱情積極（機會）與焦慮迴避（威脅）。
 最後，在四種文本中，本文針對出自中國固有群體歸屬文化的一種實踐，即藉由中心與邊陲構成的天下追求和平崛起，並根據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文化視野，得出四種中國對非中國執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文本──軟實力、社會資本、無私無我、自立自強，其間反映的焦慮與熱情進一步表現成來自中國身分的特殊情感，即攀附討好與振興改革。
簡言之，經由本文的歸納整理足以說明，「中國崛起」不是一個簡單的經驗實證現象。本文有關情感傾向的歸納，有助於說明中國崛起不可能純粹是實證的。「中國崛起」必須藉由文本的詮釋與選擇，才能產生意義，而詮釋的方向又受制於對中國或非中國的情感。至於被觀察的「中國」，不僅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也同時是參與詮釋與回應外界詮釋的主體。
二、自我與「中國崛起」：政治情感的分析
（一） 關於自我認識的兩種需要
人類對於關係的需要分為歸屬的需要與超越群體以自我為中心的需要，這兩種需要均有深層的基礎，因而驅策行為者在面對關係時的行為傾向。此深層的基礎源於嬰兒初生之際，由於脫離母體而負面感受自身的存在。對存在的厭惡與焦慮自始難免，首先承受的就是地心引力帶來的墜落的力量以及腹餓的感受。這樣對自己存在本身的負面感受，基本上因為母親的懷抱與撫養而平撫。母親容忍嬰兒的依賴猶如賦予嬰兒宰制世界的權力，使嬰兒在需要時總能獲得哺乳與懷抱。這樣的形勢隨著嬰兒的成長而有變化，母親的角色一分為二，好的母親哺乳，證實了權力的中心在嬰兒自己；壞的母親未能及時哺乳，嬰兒被拋棄而獨自存在的恐懼油然而生。兩種母親均在嬰兒語言能力完整之前就進入記憶，這樣的記憶缺乏文字，因而只能是情感的與潛意識的。及長，社會規範益嚴，自我與社會之間形同權力鬥爭，在那個自我中心的本我與限制自我中心的社會之間，社會取代了母親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是自我所依附歸屬以取得無盡權力的對象，另一方面是對自我壓制剝奪與拋棄的威脅來源。

精神分析是關於個人與社會之間權力關係的分析。此地所謂權力，指的是宰制的需要，宰制的需要強，爭取權力的意志就強大，宰制需要強而無法宰制者，便需要尋求強者代為宰制。宰制者又需要宰制對象，對象可以是物體也可以是群體，尋求代為宰制的強者時，行為者本人就可能淪為被宰制者，透過對萬能宰制者的認同獲得彌補。精神分析說明人性之中，群體歸屬與自我中心是一體的兩面，超我歸屬於群體，本我則展現自我中心。歸屬於社會的需要產生求同的過程，展現自我中心的需要則產生求異的過程；前者為獲得認可而有被評鑑的焦慮，因為達不到被認可的目的而沮喪，促成自我調整與放棄目標兩種行為：後者因自我滿足而有熱情，因排斥異己而有仇恨，促成追求與排斥兩種行為模式。
從自我與歸屬兩種潛意識需要引發的情感，反應的是社會化的過程。嬰兒從口慾或排泄的滿足，享受人我一體的自我中心狀態，到通過語言與制約逐漸接受社會化進入群體共享的認知與價值，進而抑制自己的欲望。於是乎在成人世界發生兩種欲望的衝突，一種是回歸自我中心繼續主宰的欲望，另一種是歸屬於群體成為有意義參與者的欲望。
不論是自我中心欲望的滿足或群體歸屬欲望的滿足，都可能引發不同行為者之間的相互焦慮感、機會感與威脅感。如果幼年時期欲望遭到剝奪，對於剝奪或威脅的敏感度自然比較高，彌補的需要也強；相對於此，幼年時的欲望都能獲得滿足，則延遲進入社會化過程時的剝奪感便特別強烈。
對個人主義社會而言，自我認識建立在與他人的差異之上，
 則個人成就能在社會化過程中得到認可，表現成與他人的差異，便帶來機會感；但當個人孤立於社會情境之外時，因為無法藉由與他人區隔異同來主張自我，則帶來焦慮感。相對於此，群體主義社會中，個人面臨責任與義務的壓力，必須扮演多重角色，因而產生焦慮感。若能身在社會關係網絡之外，便得以解放，這時產生機會感。同一個現象可以帶來機會感，也可以帶來威脅感，端視行為者是處在自我中心的情境，或社會化的情境中，以及社會化的內涵是個人主義或群體主義。個人主義社會面對中國崛起時，形同面對一股抑制自己的力量，也就是面對威脅感，甚或產生排斥感。但中國崩潰的理論可以緩和並治療威脅感，圍堵改造中國的政策則創造滿足自我中心的機會感。
一旦開始觀察中國崛起，心理需要的驅策力促使觀察者以自我與中國的關係為基礎。既屬人我關係，便有上述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個面向：一是從自我認同出發，問中國是否與非中國同類，或是異類；二是從群的歸屬出發，問中國是否獨立於非中國之外，或是屬於同群。認同的需要與歸屬的需要使得中國成為情感的來源與對象，故中國的崛起會引發熱情或焦慮，即機會感或威脅感。
（二）情感導向的自我認識方法
心理學家發現，情感現象往往先於認知上的邏輯推論與價值選擇，因此中國崛起的認知所調動的邏輯與價值，從根據認知心理學的實驗結果，其實是既定情感傾向的事後圓說之詞。
 依照一項通過普遍心理學實驗的發現，每一項認知在儲存到大腦記憶庫時，都伴隨著一個類似於情感袋的附屬物，當爾後大腦受到外界刺激時，首先動員的是情感袋，一旦情感傾向決定了之後，才漸次帶出符合情感傾向的認知。
 故現實主義或理想主義之類的邏輯產生於後，是否受到中國威脅的情感產生於前。因而便有心理學家稱呼情感乃是最具有預警功能的情報，
 因其比認知能更快的掌握到行為者的需要，幫助行為者的認知去簡化對複雜世界資訊過多難以一一解讀的困擾。情感的種類不勝枚舉，隨著語言的發達與社會的演化而消長，但亙古不變的如高興、快樂、尊敬、喜愛、信任、憤怒、沮喪、討厭、鄙夷、仇恨等等不一而足的感情，
在經過相關性分析可以大別之為三類：焦慮感、機會感與排斥感。行為上，焦慮感促使人傾向防衛；機會感促使人傾向爭取；排斥感促使人傾向毀滅。其中焦慮感與威脅感相互引發；至於沮喪，則具有抑制行為的作用，暫不屬本文討論範圍。
情感與認知孰先孰後與對情境的熟悉程度有關。認知的發生程序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蠶食法，另一種是鯨吞法。
 蠶食法是指對於認知對象的認識要先經過各種各樣指標的歸納後加以判斷，這些指標是社會對事物進行認識的既有參考基礎，比如性別、種族、黨派、年紀等等，都已經是社會共同認知的指標，因此通常行為者對這些指標已經具有某種情感傾向。先到的特質透過對情感的動員，影響爾後對其他特質的蒐羅，故具有先入為主的優勢。至於鯨吞法，是指認知對象本身已經長期被行為者所觀察，因此不需要仰賴其他細瑣特質來判斷其屬性後才產生好惡的評價。當一種包含各種特質的事物一再出現，則之後就不需要經過對特質的分化整合，
 即刻便可發生對之的情感傾向，這樣的傾向主導了後續從認知記憶庫調動對此一事物的其他認知。
當這樣的事物一旦出現變化，未必立刻被行為者偵測到。但如果這樣的事物是行為者生活中所依賴的重要參考依據，則些許變化便足以在認知發生前就引起情感焦慮，焦慮感進一步引導認知體系判讀此一變化的意義，從而決定變化所代表的是什麼機會或什麼威脅。中國就是一個包含了各種特質如廣大、東方、儒教、社會主義、傅滿州、熊貓、天安門、人口眾多等等特質的事物。可是對許多人而言，已經形成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因而當象徵中國的事物出現時，不需蠶食法重新採證，便可判斷其性質是好或壞。如今適逢中國崛起的敘事甚囂塵上，中國的意義發生改變，難免隨之產生在情感上的機會感或威脅感。

人類可以有效控制認知，不能有效控制情感，因為情感關乎潛意識的需要，並不只是社會化的制約結果而已。情感的狀態可以分成四種，一種稱為態度（attitude），帶有明確評價的性質，與認知直接相互影響，有具體指涉的對象，且具有持久性，如中國，我們可用具體的語言表達我們的好惡評價；第二種稱為感情（emotion），也有具體指涉對象，可以用語言具體表達，但不持久; 第三種為心情（mood），指涉的對象不明確，但可以用語言表達，且不持久；最後第四種是情感波動（arousal），指涉對象不明確，無法用語言表達，也不持久。
 如亞洲主義或與現實主義所涉及的情感，主要是態度，不過中國威脅論就已經涉及情境而進入到感情問題。感情比態度更難控制，不論是機會感、焦慮感或排斥感都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與我們成長的經歷息息相關，尤其因為受到語言無法記憶的嬰兒時期的遭遇所影響，成為一種潛意識的過程。
換言之，我們因為個人成長經驗不同，而不能體會何以中國崛起會對於某人產生某種情感反應，而對其他人不會，或者為何某人特別對中國威脅到敏感，因而容易產生焦慮，而為何其他人特別容易對中國機會產生敏感，而隨時衍生進取的積極態度。所以，只知道觀察者面對中國崛起時保持的是機會感與威脅感尚不充分，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機會感與威脅感的來源及其強度，更重要的，則是特定情感傾向傳染給群體的機制。
（三） 政治情感的傳染
情感會傳染，威脅感與機會感也可以傳染。傳染的途徑是透過從認知上進行角色指派來完成，亦即行為者根據自身對中國的情感傾向，對於在認知上不屬於中國範疇的其他行為者加以動員。
 如果認為中國崛起是威脅，便動員其他行為者作為自己的盟友，協助防衛，或協助排除威脅。被動員協防的其他行為者獲得善待與信任，對行為者產生好感，便接受行為者認知中的中國威脅。如果認為中國崛起是機會，行為者便與其他行為者競爭在中國的資源，其他行為者被視為是競爭者，他們對自己在中國的機會也採取積極的作為，於是中國益加顯得是機會。行為者透過自己對中國或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將前者情感傾向，傳染給中國或其他行為者，引發中國或其他行為者對號入座的扮演某種角色，是為情感的共享與傳染。
具體而言，一個視中國崛起為威脅的社會，透過對中國的高度警覺與批評，若因而引發中國領導人的反擊，便足以強化中國威脅的印象。受到危脅的社會也可以在無法證實威脅存在的情況下，被迫自己製造出各種中國威脅的情境，產生恐懼與自衛的動員，從而影響到在旁等待接受動員的第三者。後者在恐懼與動員的氣氛下，蒐尋合理化的文本，也可能引發中國領導人的負面情緒，而產生對號入座的相互威脅感。

中國崛起的印象在不同群體中引發不同反應，各個群體之內先透過大眾傳播機制相互傳染，群體之間則透過各種國際交流機制相互傳染。傳染的是情感，情感帶動對中國崛起現象的後續認知。換言之，行為者在動員其他行為者之前，會先動員其機會或威脅的情感，甚至排斥感，繼而供應關於機會或威脅的文本，才能完整完成動員。如果行為者之間的情感發生牴觸，則各自根據情感調動記憶庫中的具體認知圖像相互詰難，反而成為對彼此的威脅，因為這樣的相互詰難，關係到他們共屬的群體是何屬性，也就關係到個別行為者的存在意義。
三、歸納中國崛起的屬性
（一） 中國的屬性與情感
中國崛起的意義不可能任憑一個人的需要就決定之，因為觀看者的位置與所使用的視野，影響著他們對「中國」的情感和認知，從而決定觀看者對「中國崛起」的態度。觀看者的位置包括了他們所來自的歷史與思想脈絡、社會文化的背景與個人生涯成長的經歷，以及他們長期以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對中國產生的印象。而且，他們要在所能理解的知識範圍內找尋可用的參照點，無意識或有意地進行視野的選擇。不過，終極的動機是必須要回答關於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內生的需要。
同時，觀看者與作為觀看對象的中國之間，往往存在千絲萬縷的互動，直接或間接混淆了主體與客體的界線。這對與中國歷史交錯重疊的周邊社會而言，尤其是如此。所以一旦觀看者將自己放在某個身分中，就幾乎同時決定了自己會隨之把中國放在什麼敘事脈絡中；相反的，一旦觀看者主張了要將中國放在什麼視野中，也幾乎決定了自己進行觀察的位置。
這樣的相互定位至少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在理論上論述傾向上範定了中國的存在意義，說明中國如何崛起、崛起的程度、崛起以後的行為分析；另一個是反射了情感上遭遇中國崛起時的正負面傾向，主要表現成機會感與威脅感兩種。機會感因應了積極追求成功的慾望，威脅感則反射了迴避失敗的焦慮；亦即中國崛起的印象對某些人是誘惑，他們更願意參加這個過程；對某些其他人則構成威脅，因而設法圍堵化解。情感傾向浮現後，處理中國崛起的行為方向也隨之形成，進而引發具有中國身份的人所產生的回應，以至於中國崛起只能是主客相互介入後的印象。
在既有的觀看中國崛起的視野中，依照中國與非中國的各自身分屬性之異同與否（認同或差異），以及對中國的群體屬性是封閉性的或開放性的判斷不同（獨立或互隸），交叉後可以大別之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是耳熟能詳的國際關係預設，即不論理論家如何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間往返辯論，都一概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相同但對群體屬性封閉的民族國家身分，亦即把「中國」看成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的概念或實體，但這個概念或實體的邊界卻是清晰、僵固、封閉的，任何外人難以隨意地獲得中國的身分或代表中國發言或由中國代表自己發言。
 這樣的視野最流行於美國，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地知識界與實務界，頗有延用作為民族國家本身所屬社群的自我認識方法者。
第二類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相同但群體屬性開放的身分，即「中國」的概念或實體不需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而且此概念和身份是可以臨摹、穿透、參與和超越的。在中國大陸新近發生的「天下觀」屬之。但是在週邊各地包括越南、台灣、香港、韓國與日本都有天下觀的信仰者，他們在天下觀之下，取得與中國求同存異的另類身分。

第三類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不同且群體屬性封閉的身分，甚至「中國」未必是具有一貫、恆常不變的特質、概念或實體，但這個概念的邊界卻是清晰固定的，例如近代印度知識界始終有這樣的觀點，可稱之為文明觀。
在日本知識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國的論述脈絡，
但與著名的文明威脅論大不相同。因為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必須依附於現代主權國家方可行動。
第四類則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分屬性相同但群體屬性封閉的身分，即「中國性」只是相對確定的，人們可以透過某種努力，取得乃至超越這一身份。這可以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界的「亞洲主義」為代表。儘管亞洲主義流派分殊多元，且在韓國，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有亞洲主義信徒，但他們共同採取的亞洲視野或東亞視野皆以中國為主要或重要內涵，並以此與歐美或西方相對，或謂亞洲與西方迥異，或謂亞洲比西方更具普遍性，從而中國的固有文化或地理疆界變成是可以加入、穿透和超越的。

上述四種面對中國崛起的情感及認知屬性，即是「中國崛起」的四種視野，可以下表來簡要示列。下節將進一步梳理它們的具體內涵。
表一、中國與非中國的四種關係與情感
	           自我中心
群體歸屬
	認同

	差異


	獨立

	中國是民族國家
威脅感 
	中國是文明
無威脅且無機會 

	同群

	中國是天下
機會與威脅
	中國是亞洲
機會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二） 四種視野分析
1. 國家
觀察中國崛起最常見的第一個視野，是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的裡另一名典型的國家成員，受到國際體系權力均衡法則的制約。
 這種角度傾向認為，當國家實力相對不足的時候，應藉由加強軍備與參加結盟來制衡強權的侵犯。在國家實力相對強大的時候，透過裹脅與擴張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根據國際政治學的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國家成員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他們的權力大小，而國際體系的性質則是根據國家之間權力分布 （distribution of power）的狀況來決定。因此，某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屬性總是相同的，也不因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信仰、種族或階級而出現差異。並且各個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互斥的，一國相對實力的增長，就必然構成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
在這樣的視野之下，中國崛起的唯一與立即意義，是國際間相對實力的分配出現變化，美國作為國際體系霸權的地位即受到挑戰，中國將擁有更強的能力裹脅或併吞週邊國家。
 至於即使中國國內因為推動改革開放而有市民社會的浮現，或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更進一步自由化，中國人民追求的市場利潤與美國人民日益趨同，甚至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現象逐漸鬆動，都不足以掩飾中國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其結果，就連中國本身都會意識到，自己的崛起正成為令其他國家感到的威脅，並面臨其他國家某種明示或默契的圍堵。反之，一旦發生被威脅的情感，權利均衡就是最容易被援用來解釋中國崛起的理論，則無形中民族國家就成為益加鞏固的身分。
2. 天下
第二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天下觀。天下是一種迥異於主流國際體系理論的一種認識方式。在「天下」裡，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不可消弭的疆界。各國的文化永遠是相互學習的，天下形同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範式，其主要關切在於維繫國與國之間的某種尊卑秩序。至於尊與卑的劃分標準不在於物質力量，而在於「德」。「德」乃是一種無私無我的道德氣質。但這樣的氣質透過物質實力豐沛的國家來展現，顯得最有說服力。畢竟愈繁榮穩定的強國在放棄以自己為中心，而致力維持各國之間和諧尊卑秩序時，愈能顯得以天下為己任，故德性又不是與實力全然無關。

可以認為，「天下」視角裡真正的領導信用，是無法純粹從權力來衡量的，而要靠每個國家透過自己的努力提升道德號召力，然後吸引其他國家近悅遠來。因此競爭不發生在國家之間的衝突過程中，而發生在對其他國家提供範式的吸引力上，因而必須由「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家自我砥礪，而不是去打敗對手，那就只能成為霸道。
這樣的天下觀之下，每個國家理當都可以透過自我提升臻於至善，每個成為學習對象的國家，都是其他國家的啟示。
當中國因為自身的振興而達成某種足為範式的境界，再透過無私無我的展示吸引各國的推崇和臨摹，則中國的崛起就會成為其他國家自我砥礪的範本，即經典中「有為者亦若是」、「人皆可為堯舜」的理念。但也因此導致其他國家同時要面對可以依附學習的機會，與必須淪為邊陲的焦慮，故中國崛起之際，天下之尊卑發生變化，機會與威脅同在其中。理論上，「天下」觀讓每個國家都在不斷相互觀摩學習中演進，以現實主義的「力」相較量的威脅不是國與國互動的主題，因為國家的屬性與角色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尊卑地位，則因中國崛起而可能受到貶抑的威脅。所以，威脅感的發生也可能在天下觀之中形成，端視觀察者是否因對自我的腳色期盼降至邊陲而焦慮。
3. 文明
第三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文明政治。這時的「中國」自然與眾不同，其文化與制度因其長遠以來歷史實踐而形成深厚的脈絡，不但賦予大多數具有中國身分的人某種相互認同的歸屬感，更透過社會化的價值教育，同化各種因為文明間交流而輸入的外來文明特質。文明的內聚力量一方面象徵著不能與其他文明混淆的某種特殊性，因而既不會因為某個文明累積了更多的物質力量就自動消滅其他的文明，也不會因為流失物質力量就轉化為其他文明的附屬；另一方面文明的傳播力量則由於出自不同的文化預設與價值前提，往往只能從旁促成其他文明進化，而不能徹底同化之。

這樣的中國一旦崛起，立即產生的效果是替固有文化的表現型態帶來多樣化，為自認屬於中國文明範圍的成員感到自信與自豪，也因而對外來文明的輸入與採納有更大的寬容度。
文明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在於器物方面，不在精神方面。以保護固有文化之名行動的政權或人物，不論其潰散或成功，完全不能反映文明之間的消長。簡言之，與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最大的分野在於，文明成敗的核心不是物質力量。因此，當以文明之名擴張的政權或團體看似取得勝利時，這些勝利是政權的勝利，不屬於文明的勝利，因而是短暫的。對於採取這種文明視角的當事人而言，在歷史長河中，這樣的勝利似乎改變不了文明之間的不可滲透性。故在文明視野之下，中國作為一個文明的崛起，既不構成對他人任何有效的威脅，也不能提供他人深入參與的機會。
4. 亞洲
第四個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是亞洲主義，這與前述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中國迥然不同。在國際體系理論之下的中國除了是與其他國家同質的，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互斥性，所以中國的權力增加會傷害到其他國家的安全感。但在亞洲主義視角之下，中國不再被視為是民族國家，而被視為是可以分化重組的多重社會過程。這個社會過程可以是民族的，因此中國被視為是多民族的綜合體，而且因為與各個亞洲民族甚或亞洲以外民族不斷互動，形成不斷跨域中國主權疆界的社會過程。中國又可在各個經濟地理資源的分佈中，被消解或重組成非關主權與國界的區塊。中國更是在全球化流通中被不斷進出的臨時身分。
 與中國共屬於亞洲相對應的，是與歐洲或西方的明白區隔，讓中國與非中國之間成為具有各自不相轉換的存在屬性。一方面中國與亞洲之間的差異模糊化，亞洲成為互動的場域，或進行不斷更新的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與非中國之間的差異成為不能跨越的界線，中國與亞洲是相互構成的，其結果，亞洲與非亞洲之間的差異具有了本質性。

至今，採取亞洲主義主張者，咸出自亞洲範疇之內。在這一視野下，中國不再是主張身分的有效基礎，而與所有其他亞洲民族身分一樣，變成為某個因為不斷混雜、重編而是失去本質的實踐過程。當以中國之名的主張獲得大量資源挹注而形成崛起之勢時，亞洲便同時得到更多的刺激而加速流通，厥為與歐洲或西方進行抗衡，超越歐洲或西方的大好機會。準此，具有中國身分的民族國家意識融入亞洲，造成與非亞洲的對抗，此時在亞洲主義以外的視野中，又變成對歐洲或西方的威脅的，是亞洲而不是中國。
四、反思中國崛起的實踐
（一）. 崛起的實踐與情感
在上述反映了自我與群體需要的四種對中國崛起的觀看視野中，其中受到中國知識界與政策界採納進而實踐的，主要是國家與天下兩種視野。在採取這兩種視野的同時，也產生相應的情感。但不同於其他群體觀看中國時的機會感或威脅感，而是擁有中國身分的論述者的自我期許。
自我期許的情感已如上述可以大別之為兩類：一為生命生成時以自我為中心的權力地位的維護，這樣的維護構成能動者持久的趨力，屬於一種內生的宰制世界的慾求；二是社會化過程中以群體生存發展為主要考量的責任的履行，是一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物種需要，其功能在於整體秩序的維護，經由參與了外鑠的文化而養成。如前所述，兩者的比較類同於精神分析中本我與超我的分野。本我的存在是生命的需要，在本我的自戀傾向下所實踐的人我關係中，世界是為我存在的，供我汲取，不受規範的節制。象徵超我的則是抑制慾望的道德倫理價值，有賴社會化的學習養成，其間受到的社會制約，讓角色的扮演必須受到社會的評價，從而成為爾後焦慮的來源，外界透過對超我角色的評價，決定自我實踐的成敗。在本我的情感中，不論是國家主義或天下主義的崛起，都是為了滿足自我中心的需要。然而在超我的情感中，則兩種觀看視野都一樣成為必須學習的角色。然而，當代文獻中關於國家主義成為小我的角色，與關於天下主義成為家天下的自私需要，都少見探討。
一般而言，國家主義的視野是自我中心的，不需要顧忌其他國家的需要。如果有顧忌，主要也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好處，因此是在伸張權力意志，中國的崛起意味著慾求更多的目標。
而天下主義的視野則是以群體中的小我自居的。國家各有其角色，因此而參與社會化的學習過程，不容放縱自為，中國的崛起便成其為更多的責任。

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社會化不完全而失敗的歷史經驗歷歷在目，居於天下中心的霸主橫征暴斂，貪婪無度；居於邊陲的恃寵而驕，桀驁難馴；中心與邊陲訴諸暴力皆無顧忌，上下交征，儼然霸權地位的爭奪，同時反映了本我擴張晉升的慾望與超我不被認可的焦慮。另一方面，看似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在輸入中國文化地區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由外而內強加的國家範式。由於固有文化對這樣的主權國家身分毫不熟悉，加上轉換過程中一再受到不平等條約與劃分勢力範圍的侵犯，國家主權充其量只能成為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目標。為了讓國際體系接受，刻意的以主流國家為模範，臨摹主權，於是中國的主權具有一種角色扮演的性質，而不是歐美主權那樣自我中心的縱容。倘若有朝一日取得平等的主權身分之後，既不再擔心國家遭到入侵後，化解了不受承認的焦慮，但原本又不存在為國家不斷累積權力的需要，所以這時主權便失去能動性，不能提供國家行為的動機。
表二 中國對非中國的身份實踐與情感
	          文化需要
認識論
	自我中心
	群體歸屬

	民族國家

	行為：維護國家利益
情感：熱情 
	行為：維護主權身分
情感：不焦慮且無熱情

	天下 


	行為：維護霸主地位
情感：熱情且焦慮
	行為：維護中心角色
情感：焦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2）  四種既存的實踐
1. 滿足自我中心的國家權力實踐
從清末以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在戰敗中學習喪權辱國的意義。九一八事件曾促使中國政府以主權之名向國際聯盟求援。1945年時，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以後，內戰未歇的兩黨為了在國際上爭取代表中國主權進行殊死戰。到了1980年，進入美國政治學界的華人學者從論述上將國家中心主義的思維傳回祖國，爾後形成多極化、一超多強，和平崛起等敘事，其間推論容或彼此不同，國家心思維則一，並不限於現實主義者。
一旦身處在帝國主義侵華百年的歷史記憶中，與冷戰以降帝國主義謀我日亟的圍城氛圍中，國家中心主義下的國際政治理論提供了以國家利益與權力競逐為內涵的政策理由。於是師夷長計以制夷成為主流，猶如擺脫所有禁忌，國家利益成為對外政策的理由，一切以權力平衡為考量，無可無不可，在國際上爭取盟邦，抗拒敵對陣營，捍衛價值，富國富民。
表面上，國家中心主義的最高理想是擺脫道德與感情。然而所可滿足的，包括最深層的自我中心的需要。中國崛起的印象之所以令人悸動，恰恰是因為它提供了富甲天下、睥睨世界、推翻霸權、懲罰叛逆、報復美帝的想像。如此之中國，沒有必要聽命於西方列強的規範，對於建軍核試爆、爭取能源與國而不計其人權記錄、肅平內部異議，均自有利害考量，不跟隨歐美步調。
任何蛛絲馬跡皆可以被當成是營建國力的契機，權力與利益成為最高的目標與最大的誘惑，是超越所有禁忌的誘因。過去的中國外交以身為第三世界為主要的定位，然而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中，中國外交則是以大國自居，發展大國外交，
在行事作為與國際秩序方面提出與美國相庭抗禮的主張。
2. 滿足自我中心的霸道實踐
在清末以前，這種不受節制的想像有古典理論作為基礎，此之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而容許天子無所不在的介入。藉由無所不在的想像，朝廷在實踐上是天高皇帝遠，王官不問，草民不聞。這樣以假像為內容的天下觀，經不起些微的挑戰，以免因為天子被侮蔑不再受到尊重，揭穿了天朝並非蠻陌之邦行矣，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法家永遠是王道儒家秩序的維繫所在，霸道往往是王道的內涵，家天下則為公天下的前提。
正由於對這種些微的挑戰難以處理，以至於天下體制原本應該充滿了焦慮，愈近天朝，禮儀愈細膩繁瑣。二十一世紀重現的「天下」觀立刻引發國外中國研究者焦慮者，正是他們在字裡行間讀到宰制的慾望，似乎延續了某種對四夷邊陲的漠視。
 此何以倘若天朝擁有懲罰的實力，必不吝惜使用。透過征服，天朝享受自己的德威，在擒縱之間，表演德被天下的自我期許。要言之，在天下體制的維繫中，其實交織著征服的慾望與禮儀的焦慮。新近流行對中國崛起描述為脆弱的超強，
 果然掌握到其間蘊藏了矛盾的情感。
然而中國崛起的論述一旦反映了自我中心的無邊慾望，中國知識界回到天下觀的主張雖具備固有文化的基礎，但是對於藉機挑戰天下觀的邊陲力量，不論是邊區民族的身分政治或異議人士的黨政維權，不能不仰賴政權展現征服的實力，尤其是要有排除異邦惡意介入的決心，以振興霸主的尊嚴。這樣的統治延續了霸主的尊嚴，乃認為中國在各種世事上皆應有看法，有參與，有作為，對於不合作的對象應予懲處，恩威並濟，則中國的崛起接受無遠弗界的推崇與膜拜，構成難以抗拒的誘惑。
3. 滿足群體歸屬的主權實踐
雖然國家中心主義可以創造令人悸動的無邊權力想像，但是現代的「國家」並非中國固有文化的理念，加入國際政治更必須在歐美所謂先進國家的虎視眈眈下接受檢視。1971年以後北京進入聯合國，戰戰兢兢，宛如在扮演一個學生的角色，並沒有享受到主權身分所隱含的不受節制。
相反的，主權成為一種角色，猶如取代了王道成為天下的新範式，成為位居邊陲學習成為國家的中國，所努力臨摹嘗試的任務。到底應該用什麼標準來看待身為主權國家的中國自己，引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派辯論，
反映了主權身分觸發的焦慮。
西方主權制度本身認可了國家政府做為自身的最高統治機構，但同時要求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以至於主權的無邊暴力只能在邊境之內行使，雖然沒有其他國家能輕易干涉，或即使干涉也不容易得逞，所以不必太在乎。同時主權並不能成為擴張征服的正當理由。尤其主權制度讓中國固有文化成為毫不相干的瑣碎紀錄，甚至淪為除惡未盡的封建餘毒證據，很難讓履行主權國家角色的外交代表產生熱情。反而，捍衛主權不受侵犯經常引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不斷敏感地探測中國的主權是否受到侵犯，即使在中國崛起的論述之下，
關於台灣或西藏的問題總是立刻引起強烈的質疑，誘使有心勢力伺機介入，並導致中國國內辯論如何可以不受到輕視。因此，把主權身分認真執行的唯一動機，是要剝奪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而不是因為主權保障了財產權或宗教靈魂，長此以降，終於遭致老牌中國通的諷刺，直指中國為冒充成主權國家的文明。
 俟中國一崛起，主權身分恐不足以創造激情。
俟中國崛起的印象得到處於中國身分之中的人所接受，主權的焦慮不再，對西藏與台灣或人權問題的質疑漸不敏感，則維護主權成為例行公事，既不會觸發焦慮，也不會產生熱情。
4. 滿足群體歸屬的中心或邊陲
辛丑和約之後，中國知識界承認中國是落後國家。他們或許致力於建立中國的主權國家形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臨摩西方主權國家的範式，包括宣傳公民教育，建立財政機制，甚至借搬憲政主義，試探選舉制度。但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類似西方的政治文化能在華人世界建立。即使香港與台灣等受到英國或日本殖民影響的地區也不例外，從西方自由主義標準看來均難稱同類。
 不過，他們之間經常比賽誰更接近西方，所以台灣論者以自己有普選而自豪，香港則為國際金融中心而傲視內地。
相對於此，2008年的北京奧運，猶如是中國進入大國的一次測驗，看看中國能不能從邊陲晉升成為列強欣賞的現代文化，或在西方發展的體育活動中擊敗西方體育大國。換言之，中國自居天下觀的邊陲，競相努力，或真或假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可，以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在比賽中不斷被西方檢視的感覺，使得中國崛起的過程充滿焦慮，
也不斷遭到西方國家以中國威脅理解後試圖阻撓。愈阻撓就愈增加被凝視的焦慮與壓抑，也就愈增加臨摹的挫折與自我宣傳的傾向。同時，焦慮中崛起的感覺，讓人對邊陲地區的歸心極度敏感，成為有心人士得以借用西藏或台灣挑釁北京的基礎，因而有時加深了自居中原者的懲罰慾望，如在西藏；或有時故意視而不見那些難以羈靡的尷尬，如在台灣。
五、選擇中國崛起的路徑
（一） 戰略與情感
當代中國國家戰略思維中，天下主義的論述後發先至，異軍突起，以和諧世界的提法重新躍上世界舞台。
 不過這樣的提法除了可以通過中國固有文化的詮釋產生意義之外，又因為進入了西方知識界所不熟悉的領域，不得不借助社會科學的語言加以翻譯其意義，也就延伸出在固有文化詮釋中所沒有的意義，進而制約了提出和諧世界論述的初衷。
在和諧世界論述所影射的天下主義下，中心與邊陲兩種角色均要求抑制自我中心的國家主義。若是已然自感崛起的中國，在自信之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容忍挑釁，若是自覺崛起未完成的中國，則會致力於振興改革，繼續向西方取經。不過，為了向西方說明和諧世界的觀念，避免中國威脅所導致的圍堵，便又試圖借用西方社會科學敘事來解釋什麼是和諧世界。比如借用軟實力來說明中國文化魅力的上升，一旦軟實力獲得提升，就進而表示軍事已經不再是自居中心的中國思考國家利益時的主要內涵，是否如此有關中國威脅的質疑可以不攻自破？
 或自居邊陲時用中國還是開發中國家的弱者姿態，爭取國際上的同情，廣結善緣，則可採用社會資本的觀念，說明看似與資本主義精神不符合的社會關係與人情，使得人情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早該淘汰的舊社會習性，所以關係主義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不但不牴觸，反而還是相輔相成。
不論是軟實力，或是社會資本，都將原本群體導向的和諧世界觀念，轉譯了是個人主義的利害觀念。
不過，鼓吹軟實力與社會資本的概念，正好顛覆了和諧世界的願望。在和諧世界之下，中國是忍讓的，社會的，角色的，內斂的，
但是，一旦這些氣質或價值都理解成為是一種權力資源，就鞏固強化了國家主義的邏輯，則中國為維持和諧世界所做出的努力，就都變成是自私的。且以中國自身權力考量為依歸的，所以又是帶有威脅性的。和諧世界觀與這個掉入既有國家主義論述的涵義相反，亦即仍然維持了關係主義的行為，但是國家主義或個人主義為視野的利害考量，無止盡地介入和諧世界的意義。
軟實力與社會資本之類的分析概念，改變了制定中國外交政策時的思維，這不僅是理論角的選擇問題，而是抹煞了原有的情感需要，創阿造了新的需要。在中心或邊陲中的行為者，處在接受評價的社會關係中，但軟實力與社會資本則是預設了自我中心的情感。其結果，原本反射焦慮與壓抑的情感，被詮釋成了反映熱情掌握機會的情感。
照理，軟實力是文化魅力，但欲增加軟實力時，便有賴於消費中國文化的全球消費者參與其中，這時如何裝扮中華文化就不是從固有文化出發，而是從西方的消費偏好出發，這樣的文化魅力不是中華文化的魅力，而是西方消費主義訂購的魅力。同樣的，社會資本的觀念把小我的群體主義翻譯成了唯我的個人主義，把深化改革的意志，變成了跟資本主義世界拉關係走後門。甚至倘若由華人作者以社會資本的觀念進行文化翻譯，別具信用，
則關係從一個原本是內生於個人生命意義的概念，淪為是一個充滿機會主義的概念。中文文獻中流行軟實力與社會資本論述的現像，恰恰說明來自歐美的社會科學才是真正的軟實力之所在，導致社會關係主義或和諧世界等反映群體歸屬的情感，從本體論上就遭到否定，讓和諧世界滲入了並原本不存在的競爭意識。
表三、中國對非中國的戰略選擇與情感
	           群己關係
中心或邊陲
	自我導向（個人主義）
	群體導向（集體主義）

	中國在中心
	經營軟實力
討好
	無為而治
不討好且不振興

	中國在邊陲
	累積社會資本
討好與振興
	韜光養晦
振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2）  四種既存的路徑
1. 經營軟實力
上述的群己關係取向與反思角度定位，構成了四種實踐路徑，可再分述如下。1997年之後，中國的崛起逐漸成為中文傳播中普遍接受的印象。當年鄧小平過世之後，適逢中共召開號稱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第15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象徵第三代領導人接班。是年香港回歸，喧騰世界。官方文獻首度提出專門針對大國的外交指導。俟後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支援香港擊退國際投資客的大舉入侵，中國又成為經濟大國，並展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於四年後加入時，儼然已不堅持原來自我界定的開發中國家身分。2003年「和平崛起」理論一度成為中國的世界定位。

和平崛起引發關於中國軟實力的分析。短短六年之間，中國這個身分所賦與政治領導人的國家信心一飛沖天，中國的太空船與太空人果然一再突破瓶頸登空。而由中國製造的若干不良商品順勢行銷全球，也造成中國形象的折損。2008年北京奧運是象徵中國在形像攻勢中的最高潮，舉國在共同招待全球來客的籌備中，動員史無前例的龐大人數參與，投入不可計數的資源，一改過往籌辦奧運城市著眼商機的資本主義考量，而以做好世界東道主自許。就在籌辦奧運的數年間，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設立，繼日本、韓國與台灣之後，以更大筆資金鼓勵世界各地中文學習，推薦中華文化，寄望提升世界對中華文化與中國文物的喜好，宣傳並實踐與鞏固和平發展的時代精神。如此崛起，提供中國在全球政治中運作的軟實力。
社會資本此分析所忽略的，正是為了營建中國的軟實力所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主要是以吸引世界的目光，提升中國的形象為主要動機，反而使中國的政治經濟運作受到外界無比的干預，各種以羞辱中國為訴求的手段紛紛出籠，導致中國政府疲於應付，因此反而說明軟實力的概念進一步將中國猶如鎖在某種世界形象市場上，接受消費者的指指點點，因而其實是對中國軟實力的極大箝制。
2. 累積社會資本
由於大陸貧困人口依然龐大，環境資源不斷流失，三農問題缺乏立竿見影的政策因應，加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難以號召人心，社會道德崩壞，基層組織鬆動，領導階層日益濫權腐化，因此黨中央時而表現出對於中國崛起這種印象的忐忑不安。如何掌握更好的國際環境，抓住二十年未有的發展機遇，成為無所不在的宣傳標語。
準此，中國領導人仍然自認未能進入先進國家之林。如何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避免捲入世界性或中國周邊的區域性爭端，端賴良好的國際關係。在這個自我認識之下，睦鄰外交是中國外交界在21世紀的重責大任。而中東戰爭與反恐戰爭則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北京應該採取韜光養晦的態度，控制反日的民族主義示威，緩和與美國在轟炸南聯盟大使館與EP-3偵察機撞擊衝突事件中的升高，面對藏獨與台獨的躁進，不受激將，力求息事寧人。
再者，在中國固有文化裡，奧運期間作為東道主接待外賓本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如果是想借用機會建立社會人情關係，以便未來獲取在物質上的更大好處，則社會交往無非只能理解成是一種投資。既是投資，則其程度端視所預期的報酬而定，一方面營造世界對中國的基本好感，另一方面集中個別對象如美國、朝鮮、日本以建立人情關係，替改革爭取時間，因此基本上是有所圖謀的、自我中心的，只顧及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其內容主要是追趕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因而並非以國際關係或鄰邦盟友的共同利益為依歸。
3. 無為而治
中國崛起之後，儼然成為世界注目的中心，也成為邇後力爭上游的其它國家所模仿或挑戰的對象。此刻亟須展現某種無為而治，不與人爭的文化氣質，讓中國成為吸納與開放的領域，乃是維繫所有國家在內的天下體制的主要條件。這時，許多原本帶來困擾的現象，都成為可以容忍的插曲而已；原本需要追著對方要求修正或澄清的事件，也都成為可以等待將來對方自己逐漸理解後再進行調整的一時誤會。
易言之，對於在中國固有文化下思維的實踐者而言，整體的和諧是天下得以持續的前提。個別事件的衝突會帶來對既有尊卑關係的破壞與挑戰，便不應該斤斤計較。這樣和諧的尊卑關係比中國基於國家本位所考量的物質利害更為根本，離開和諧關係以後的中國等於失去繼續存在的情境。因此為了和諧而做出的忍讓，或為了強化和諧而對外推動的文化輸出，無一是在為中國增加自己的魅力以變換取其他好處，而都是在示範一種不以國家中心為本質的國際關係。
在這樣的實踐路徑下，中國將自己的崛起放在一種群體關係中，將體系中存在於國家間的競爭，由自己片面承受，使得衝突的對象消解於無形，國家間利益衝突轉化為不分彼此。不可諱言，如此天下體制的維持有賴於中國龐大的實力與資源。只有已經崛起的中國，在實力受到列國認可，自信心已在國人之間重建，才可能讓天下體制獲得落實的機會。
4. 韜光養晦
居於和諧世界的邊陲力爭上游時，中國的崛起有賴於向居於中心的文明範式學習。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根據其規則改造國內的生產過程，正是一種自我改造。自我改造所要達到的標準，不是從固有文化中得到的，也不是從社會主義的建構理想中得到的，而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中得到的。其中雖然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或固有文化的特色，但是總的方向是朝增加宏觀的生產力與微觀的生產效益方向。由於每個歷史階段所要仿效的文明範式重點不同，加上模仿對象的內涵也不斷開展，邊陲意識往往造成受制於人的困境。
例如清末民初的各種自強運動是以器物為主，當時追求軍事現代化，直到1980年代猶努力於國防現代化。不過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性急起直追，資本主義補課論甚囂塵上，後來連私有財產權、土地移轉權、智慧財產權都紛紛引入成為制度。但是，作為中國臨摩對象的中心的範式在1980年以後改變了，人權開始成為重要的內涵，但當時的主要對象不是中國，不過到了1990年代，人權成為對中國的主要政治要求，終於人權成為中國國家論述的一部份。但21世紀伊始，具體針對中國的西藏與台灣問題又提出來，他們無法成為範式，因為他們是中國獨有的和戰問題。這時從中心國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與和平價值便極端重要，讓中國威脅的討論放上議程，於是軟實力與文化魅力現在是中國最新一波的自強運動內容，但毋寧說是臨摹軟實力以求學習成為強權，而不見得真的是擁有軟實力。
六、結論
本文的分析指出，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實際上涉及對中國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反映了自我中心與群體歸屬兩種文化需要。看到中國崛起油然而生的威脅感，其產生乃是來自於中國崛起以前的中國認識角度。這是為什麼「中國」及其「崛起」不能只是實證度量的問題，也就不能只是科學問題，而必須同時是一個情感問題與詮釋的問題。
例如在崛起以前就存在於中國的「天下」觀，同樣影響被觀察的中國如何面對自身的所謂崛起。崛起過程中，當事者可能感覺自己即將成為平等的主權國家，或甚至晉升為世界大國。但機遇當前，反而沒有充分的意志去主張唯我中心的國家利益，卻會強調韜光養晦的重要性。因為，自我砥礪並追求被接受與被認可，是固有文化下，自邊陲向中心逐鹿的理想。在這樣的理想之下，透過累積更大權力所贏得的崛起形象，卻反而帶來更大的焦慮，因而在情感上是與充滿權力渴望的國家中心主義大不相同。前者對權力慾望是壓抑的，後者是放縱的。
因此，當天下觀提出時，觀察者可能想到的是帝國主義，而當事人則一心想成為一種範式而刻意討好。當軟權力的概念輸入中國知識界，也強化了討好外界的傾向。其中主導著消費中國形象的全球化管理者，便得以介入對中國崛起意義的詮釋。至於中國的權力到底已經累積到多大的實證問題，不再是中國崛起討論中主要的內容。而另一方面，因為討好成功，受到更大歡迎後所帶來的影響力，也不受到權力增長可能實際很有限的限制。
總結而言，本文從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出發，探討了看待「中國」與其「崛起」的觀察位置所滿足的心理需要與其間的情感取向。這些位置與取向構成了四種對待中國崛起的視野：國家主義、亞洲主義、文明，與天下。中國或其週邊社會都可能採取這些視野來理解中國崛起。忽略這些視野上的差異，便無法理解何以某些當事者把中國崛起視為機會，其他人又把它看做威脅。而如果位置是從中國出發，則情感與實踐的取向也可對應區分為四個類型：國家權力、霸道、主權身分和「中心—邊陲」取向。這樣的分析同時表明，「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需要適應國情調整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問題；它實際上涉及到「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涉及群我關係，而群我關係帶動情感，並仰賴文化具象之。也唯有對此深入反省，才可能理解不同當事者面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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